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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古代选举所带来的社会变动 

统治阶层社会成分的变化 

  下面我们想根据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两汉以来历代统治阶层社会成分的统计资料，观察其中平民入仕的比

例，来讨论古代选举发展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及社会的演变趋向。 

  黄留珠依据西汉书及主要汉碑材料考得两汉孝廉307人，其中能确定家世的有184人，在这184位被举的孝

廉中，出身官僚贵族的有128人，占69.6％；出身富豪的11人，占6%；出身平民的29人，占15.7％；出身贫民

的16人，占8.7％，若把平民与贫民相加则占24.4％。官贵与富豪出身的占了约四分之三，据此，黄留珠认为

∶“两汉的举孝廉制度，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官贵子弟世袭制；广大民众除了极少数之外，一般是不能被察举

孝廉的。”1 

  阎步克不同意这一结论，他认为，如果说汉代的任子制是变相的世袭制还有些道理，但东汉三署任子的

“诏除郎”的地位，明显低于孝廉郎，说明察举当时占据入仕的主要地位，而就察举来说，对察举制之倾向

性，一方面固然要看官僚贵族子弟的入仕比例，同时也应分析其入仕方式。在古代官僚帝国之中，官僚贵族

子弟一般总具有较平民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入仕机会，即使在更充分地体现了公开竞争原则的科举制下也是如

此。但是如果在某种选官制度之下，他们主要地不是直接靠父祖势位或贵族身份，而是靠个人才能获致居官

机会的话，那么即使官僚贵族子弟占了较大比例，我们仍不宜简单地称之为“官僚贵族子弟世袭制”。在正

常情况之下，察举制能够依照德行、经术、文法和政略标准录用文官，因而造成了社会上、下层较为活跃的

对流，和官僚家族较大的“更新率”。父祖无任何官位的平民、贫民以24.4％的比例，经孝廉一途经常地加

入政府，并且能够得到迁至高位的机会，这实际意味着身份制、世袭制的削弱。2 

  阎步克继续对两汉以后察举入仕者的社会成分也做了统计，他根据史传考得孝廉24例，秀才8例，计吏14

例，合计46例，然后将之大致区分为高官贵戚子弟，中级官僚子弟，下级官吏子弟及普通士人四类。高官指

四品以上官僚，贵戚指曹氏、司马氏姻族；中级官僚指五、六、七品官僚，下级官吏指八、九品官吏；父祖

无当朝官位者，则为普通士人。其统计结果是∶高官贵戚子弟占32.6％，中、下级官僚子弟占17.4％，下级

官吏子弟占15.2％，普通士人占34.8％，即曹魏时应察举者之父祖，在朝居高官者、居中下级官者与当朝无

官位者，约各占三分之一。但由于“普通士人”中所列之人有些其父祖虽未见有当朝权位，却曾仕于汉朝，

或是汉代州郡著姓，所以阎步克再区别出“汉代官僚名族子弟”与“家族在汉无官位族望者”两类，在“普

通士人”中再扣去10.9％的“汉代官僚名族子弟”，家族在汉无官位族望者的普通士人仍有23.9％，与两汉

时的比例大致相近。阎步克又据史传统计了西晋时期被察举者的社会出身，在所得131例中，结果是高官贵戚

子弟占16.8％；中级官僚子弟占20.6％；下层士人占32.1％，蜀吴亡国以后被察举的士人占30.5％。如果除

去作为绥抚手段被察的蜀吴人士，则高官贵戚子弟，中级官僚子弟和下层士人比例分别为24.2％、29.7％、

46.1％，下层士人几占半数，比两汉与曹魏时期比例有明显的增加，但这并不说明下层士人在当时政治上已

占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当时察举的重要性已经下降，权贵子弟已多不由察举入仕，而是转由“清途”平流

直进，可以迅登显位。3 

  所以，我们对两晋南北朝一段，仅仅观察由察举一途的官员已经不够，还需再全面地观察整个统治阶层

的情况。台湾学者毛汉光称中国从东汉末到唐末（公元196-906）一段为“中古社会”，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古

阶级社会是以家族为座标单位，是依家族地位声望之高低而决定社会阶层的层次。他在统计中古统治阶层的

社会成分时，把官吏的社会出身分为三类∶士族、小姓与寒素。其中“士族”包含唐人柳芳所说的山东与关

中的郡姓，东南吴姓与代北虏姓（凡二十六族），还包括正史所提及的大族，以及一切三世为官，任官五品

的家族，其中有唐代新族，列朝皇室亦包括在内，是广义的士族。“寒素”类指素士、农、工、商、兵、其

他半自由民，及非自由民如奴婢、门客等，他们的祖父辈皆无参与统治阶层的迹象。“小姓”则介于“士

族”与“寒素”之间，包括县姓、地方豪族、酋豪、累世低品、累世校尉，或曾有一世五品以上的家族。然

后他将公元196—906这711年分成27期，根据中古各朝正史所载官吏出身背景的资料，统计了各期统治阶层的

社会成分，我们现仅录其对“寒素”比例升降的统计分析。 



  毛汉光指出，第一期汉末建安时期，是士族未完全凝固而又逢天下大乱之际，寒素占56.5％；第二期即

曹魏初年，寒素仍然有36.8％；这中间以文士为最多，从第三期士族比例接近50％，并继续稳定成为一种社

会架构以后，寒素任官机会微小，自第三至第六期，约在15％上下；第七期的1.8％及第八期的6.1％，正是

东晋后半段门第最森严的时刻，东晋与宋政权交替，复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寒素竟有27％，梁代亦出现一次

侯景之乱，是寒素凭军功出仕的机会，占27.5％，南朝其他各期大率在20％以下。北魏开创期间寒素尚有

24.4％，22.2％，自此以降，未再达20％者，北中国胡姓尚武，汉士族尚文，寒素仕进机会逊於南朝。隋代

寒素占17.2％，亦近各期之平均数。唐代寒素有三个高潮，即开国期间（第十七期）的29％、安史之乱（第

二十二期）的28.4％、及唐末天下大乱（第四十七期）的29.5％；这都是用兵之际，第十九期武后当政，与

第二十期玄宗前期，亦达25.5％与24.5％，这就与科举及政潮有关了。第二十三期占25％，这是安史之乱的

延长。除第二十五、二十六期以外，唐代寒素任官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略大。4 

  毛汉光所统计的官员，来自寒素的比重在曹魏时期平均为26％，西晋时期平均为15％，可与阎步克的统

计数互相参照。我们在此似还有必要分别和平时期与战乱时期，战乱时期（包括开国初期）统治阶层来自平

民的比例普遍较高，但它并不能说明平等的制度性进展，所以我们较注意持续较长的和平时期的比例。东晋

中期（345-396）的“寒素”官员比重仅为4％。说明当时确实是春秋战国世袭社会解体以后平民入仕的最低

点，是贵族门第社会的鼎盛期。这一比例是一个我们可用来与后面科举的比例比较的底数，中古和平时期的

平均数大致是15—20％左右。唐初实行科举制之后并不立刻见出效果，因为所取人数还是相当之少，但这相

当少的人数在政治上的地位渐渐地越来越重要。进士渐形成一个高级官员阶层，武则天时期扩大了科举录取

范围，寒素官员的比例（25.5％）开始第一次在持续和平时期超过汉代孝廉的平民比例（24.4％），而如果

我们考虑前者是整个官员阶层（即包括其它如恩荫等入仕途径）的出身比例，后者只是察举入仕官员的出身

比例，那么，科举入仕的寒素比重可能还要高些。玄宗开元之治时期官员的寒素比重基本稳定（24.5％），

唐代和平时期的平均数大约也就是此数。中唐以后，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寒素比重时升时落，急剧变化，

大概大乱时寒素上升较多，割据时寒素反而见少。总之，唐代科举每年进士人甚少，仅二、三十人，并没有

立即带来全部官员中寒素比重的大幅度上扬，但它却使最高层官员的主要来源发生了变化，并确立了一种稳

固的传统。 

  宋代是选举制度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孙国栋的研究表明∶北宋入《宋史》的官员有46.1％来

自寒族，而晚唐入新、旧唐史的官员中寒族比重仅占13.8％。 5 Kracke对南宋两份进士题名录的研究则表明

∶来自非官员家庭的在1148年占56.3％，在1256年占57.9％。6 这无疑是一个飞跃，重要官员有超过一半者

是来自民间、来自下层。这看来已近乎是一个难于逾越的数字。 

  何炳棣对明清社会流动的研究则显示出上面的数字还不是最后的数字。何炳棣把获得科举功名者的社会

出身分为三大类∶Ａ类是指那些家庭上三代未获得任何生员以上科举功名的人；Ｂ类是指那些家庭上三代只

产生过一个或一个以上生员的人；Ｃ类是指那些家庭上三代获得过一个或一个以上较高功名或官职的人，即

上三代有过举人、进士、包括明代的监生和明清两代贡生功名的人，也就是说有任官资格的人。他根据明清

两代48份进士题名录提供的12226例的研究表明∶明代进士出身Ａ类的占47.5％，出身Ｂ类的占2.5％，两者

合计占50％，亦即完全平民出身，家庭上三代无功名或无可任官的功名的官员占到了一半。在清代，这一比

例有些下降，清代进士制度出身Ａ类的占19.1％，出身Ｂ类的占18.1％，两者合计占37.2％。明清两代平均

则是，出身Ａ类的进士占30.2％，出身Ｂ类的进士占12.1％，Ａ、Ｂ类合计是42.3％。其中最高点是在明初

达到的，在1371-1496年，Ａ、Ｂ类合计是58.2％，在现有的材料中，最高的年分是1412年达到的，那一年

Ａ、Ｂ类合计达到了84％。我们如果考虑到何炳棣Ａ、Ｂ类标准的严格性∶不仅指父亲一代，而且指上三代

无任官者；不仅指上三代无任官者，而且指上三代无任官资格者，即几可说是“数世白身”，我们也许可以

说，明代、尤明初社会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为平等的一个社会。此后不仅由明至清呈下降趋

势，在明、清两代之内也都是呈下降趋势。7 

  何炳棣还统计了晚清举人与贡生的社会构成，得出的结果是Ａ类占20.1％，Ｂ类占25％，两者合计是

45.1％，高于清代进士的比例。8 他根据常熟、海门、南通三县生员家庭背景所作的统计则表明，清代来自

无学位家庭的生员在这三县的比重分别是54.5％，48.4％和53％，又高于举人，生员的比例。9 

  何炳棣据此认为∶明初上三代无功名的Ａ类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数据也难于达到

的。王定保所言唐太宗“入彀”语虽难以确证，但后来君主，尤明太祖，确实懂得某种程度的社会流动对王

朝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稳定作用也为13个世纪的历史所证明。如果它真象某些现代学者所说的科举只

是一场骗局（他们并不知道有关这种社会流动的数据和资料），那对一个象中国这样大和实际的民族来说是

不可想象的。10 尽管孔子“有教无类”（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for all）的理想并未充分实

现，但作为社会阶层流动主渠道的竞争的考试制度和大量公私学校的存在，也许确实在工业革命与国家强制



教育之前的主要社会中是独一无二的。11 然而，当工业社会随着持续的技术革命与经济发展而带来一种收入

和职业上稳定的向上流动时，中国明清时期却由于人口的成倍增加和技术与制度的停滞导致一种不可避免的

长期向下的潮流。12 传统学校、书院、助学体制、家族的衰落与消灭，现代教育的相当高的价格，混乱的政

治、经济与社会状况暗示中华民国也许继续着这一向下的长期趋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11年中有力的

全民教育运动和拓宽社会教育基础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历史潮流，也许中华民族正开始经历一

个最终将类似甚或超过明初的社会流动新阶段。13 

  怀疑科举是否具有一种“平等精神”的张仲礼自己的统计也可做一参考。张仲礼对十九世纪中国绅士的

数量分析，主要是依据大量省府州县方志中的列传，他总共考察了5473个实例，其中有2146个绅士可以从家

世背景分出是出身于绅士家庭，还是出身于平民家庭。张仲礼把出身于绅士家庭（包括最初级的生员功名）

的人称之为“继进者”，把出身于平民家庭的称之为“新进者”。这样，他发现在整个十九世纪，有35％的

绅士是属于“新进者”，即来自平民家庭。张仲礼承认这是一个相当高的百分比，并指出方志的修纂者很可

能表现出某种自然的偏见∶即收录出身绅士家庭的“继进者”要多于“新进者”，故可推断“新进者”的实

际比例甚至比这还要高。这一35％的出身平民的绅士比例，与何炳棣统计的37.2％的清代出身平民的进士比

例相距不远，但两者并不完全具有可比性，因为张仲礼所说的“绅士”不仅指可任官员的进士、举人、贡

生，还包括他称之为“下级绅士”的生员，这些“绅士”也不仅包括由正途（科举）进入的，也包括由异途

（捐纳等）进入的，但是，它还是有一定参照的价值，在两个接近的比例中还是可以反映出某种相关性。14 

  最后，我们还可看一下潘光旦、费孝通根据他们收集到的915份清代朱卷所作的统计。根据朱卷上所填的

“世居地”，他们统计出这些获得功名者有52.5％来自城市，6.34％来自小镇，41.46％来自乡村；如果考虑

到中国人口90％是住在乡村，则城乡差距甚大。根据朱卷所载履历，他们统计出有20.98％是父无功名、祖父

有功名（功名包括生员），有16.6％是父亲、祖父二代均无功名，有14.09％是父、祖父、曾祖父三代均无功

名，此一百分比低于何炳棣的统计。但当他们将传统中国90％的农村人口产生了44％的科举人物与本世纪其

他国家的类似情况相比时，还是发现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Cattell 1921年的研究表明∶美国44.1％的农

村人口产生了21.2％的科学人物；又Clarke1916年的研究表明∶美国的农业人口仅产生13.9％的著名文人；

Sorokin的研究表明∶从俄罗斯农民中产生了俄国7.9％的普通科学家，9.6％的作家，6％的大科学家，

14.1％最大科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据此认为，这些比较证明科举的流动似小而实不太小。15 

  以上研究多是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出发的，这一角度尚不足以透出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社会结构的根本区

别，所以我们想采取另一个视角来观察和解释这些事实，这就是本文开始时予以阐释、并一直在使用的“平

等的趋向”的角度。现在看来已经可以得出这样初步的结论∶中国古代的选举由推荐制度最终发展到一种完

备的考试制度，无论从本身形式来说，还是从社会效果来说，都表现出一种机会平等扩展的趋向，它与其他

一些因素互相影响，使中国的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了一种意义深远的变动。 

  这种社会变动具有一种重复性、循环性的特点，例如在两汉察举时期，平民出身的孝廉很快就有四分之

一，并能升迁至宰相的最高位，但后来又回复到重世家的魏晋。在科举时期也有一种循环往复，承平日久，

教育、财富等资源渐渐汇聚到某些家族的手里，形成一种传统，事实上的世家势力往往就会有些上升（当然

不可能与魏晋、更不可能与春秋时代相比），而等到一代王朝崩溃，就又会打乱原先的分配格局而开始一轮

较为平等、面向下层的分配。但在一连串的循环往复中，又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位移，即由较为松动、较为

灵活、容有特殊的机会平等发展到越来越严格、完备、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机会平等。因而，可以说，中国

在两汉时期就已形成了一种上下流动的社会结构，但还不很稳固，而到了唐宋以后，这种流动的社会结构就

已经是相当稳固定型、几乎可以说是无可回返了。16 

  总之，在中国，走向社会平等的进程看来与西方相当不同，总的说，中国并非遵循首先实行普遍的“权

利平等”然后再尝试“状态平等”的进路，历史上的中国人不知“权利”为何物，虽然他们在很多方面实际

地享受着某些自由权利，但是并没有给它们一个概括的名称。在政治领域，古代中国人关心的平等权不是普

选权，而是古代选举所体现的入仕机会的平等，这种机会的特点在于：第一，它是一种最优的机会，一旦入

仕就会带来最大好处、最大利益，不仅获得权力，也获得声望和财富；第二，它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主

要上升机会，虽然还有其它途径出人头地，但那些却是异途，后期只有科举才是正途，对于贫寒者还可以说

是唯一的上升之阶；第三，它接近于单一的制度性机会，这一特点可以从前两个特点推论出来。在中国古代

社会中虽还有一些其他的机会，但有很大的偶然性，而只有它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一贯的希望。“单一”意

味着把社会上人们的主要和最高的价值欲求整合为一个∶即仅仅指向官场，“单一”还意味着古代选举和取

人的途径和标准也日趋为一。这样，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古代选举所带来的社会发展，是一种朝向“单一

的最大（政治）机会平等”的发展。 



还是等级社会，还是少数统治 

  我们前面一直是讨论选举制度所体现的机会平等，这种机会平等曾使平民入仕达到过一半以上的比例，

而在宋以后大多数情况下，也都至少保持在三分之一的水平，每次科举可以使统治层得到来自民间、来自下

层三分之一以上新血的补充，这样一种流动的速率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 

  然而，最大的政治机会平等并不意味着实际政治地位和权利的平等。统治阶层的社会成分可以是不断来

自平民，然而并不一定就由此达到一个平等社会。统治阶层社会成分的平民化与社会结构的平等化是两件不

同的事情。统治层的成员源源不断地来自平民，同时又不断使一些原来统治层成员的后代重新变成平民，如

此吐故纳新，构成一种精英的循环流动，所以，古人多有一种强烈的富贵无常感。在上行的渠道上，人为的

社会权力的障碍减少到了一个相当低的程度；而在下行的渠道上，也并无保证某些家族不下降的制度保障；

甚至可以说，向下流动的速度应当比向上流动的速度还要快捷（一个农业社会的下行流动总体上要超过上行

流动），否则就要造成官僚机构的极大臃肿，而这种臃肿病已经是宋以后官场的顽症痼疾。总之，平等的机

会、流动、开放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且不说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从原来封闭、世袭的等级社

会中演变过来的，即便是一个已经事实上完全平等的社会，如果在这之后仅仅实行机会平等，尤其是单一的

政治机会平等，也必将导致一个英才统治的等级社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们的天赋、兴趣和努力程度必定

是不齐一的。17 

  在传统中国的统治层向下层保持开放的同时，这一阶层却始终是高高耸立于下层之上的。一种甚至可以

说是上下相距遥远的森严等级制始终存在，所以才会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欲求生富贵，须下

死工夫”等种种俗谚广泛流传民间。这种等级的区别自然是可以细致划分的，但我们想强调∶中国社会的等

级结构主要存在于两个部分，是一种二元式的结构，这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官与民、劳心者与劳力者之

间的两分，它也意味着尊卑、贵贱乃至于富贫的两分。而在官吏阶层的内部，又有一种细密森严的等级划

分，这是其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在平民的这边也有“良民”与“贱民”之别，但总的说，在

民众的内部要比在官员的内部平等得多。 

  官员不仅握有权力，享有相当的声望与财富，他们及其家属还享有法律规定或习俗承认的种种特权，这

些特权表现在礼仪、婚姻、丧葬、祭祀、交通、饮食、衣饰、建筑等生活的各个方面。18 他们及其家属过着

一种与平民截然有别，并相当隔离的优越生活，而平民中纵便有富有者产生，也是“富而不贵”，不仅在地

位和声望上，在物质生活享受上也受到“禁奢令”等种种限制。官员还可免服劳役，在一般刑事案件中享有

远比平民优越的地位，如不得被施以体罚，可用去职代替刑罚等等。平民伤害到官员时，其刑罚重于两造都

是平民时。由于官员的这种种特权，在中国社会中遂形成了一种源远流长的艳羡、崇拜、追求和保守官职的

心理。19 

  在此，我们却要特别注意官、民之间一个特殊的阶层，这就是“士”的阶层。“士”并不打破官、民之

分的二元等级结构而“三分天下”，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隔断而是粘连官民、上下、尊卑、贵贱的阶层，它甚

至不是一个独立的、固定的阶层，而是一个自身面目不分明的阶层，是一个总在流动、变化的阶层。在

“士”这一阶层中可以分出“高级的士”（进士、举人、贡生），他们是已经获得了任官资格的“士”，已

经可以归入官员或候补官员的范围（“士大夫”），而“低级的士”（生员）则可以说还是“士民”，他们

虽然享有一些特殊的声望和待遇，但若不能再上升，他们就还是民籍，甚至在物质生活水平上也并不高出其

他平民多少。20 然而，不管是“士民”还是“士大夫”，他们又都属于同一个系列──科举功名的系列。

“士”这一阶层并无自己独立的来源，它不过是由农、工、商，也包括官员的子弟构成，而无论是谁，要上

升到官场并飞黄腾达，一般都必须走这条路。必由选举而进身的“士”这一后备队伍的始终存在，赋予了官

员阶层以某种活力，也许还有某种光荣，某种可以被较广泛接受的合法性。确实，无论是在春秋之前的世袭

等级制社会还是在春秋之后的选举等级制社会，也无论是在前两者之间过渡的战国游士时代还是激烈动荡的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都未摆脱“突出政治”和“官本位”的格局，但是，官员或统治精英的来源和标准却有

着根本的差异，或以血统，或以文化，或以某一方面的才能、德性，或以对某一组织乃至个人的忠诚，甚或

沦为一种没有章法的权术，这些根本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官员阶层乃至政府的不同性质和面貌，影

响着社会上人们对它的评价、承认和尊敬程度。 

  需要提到的另一点是∶传统中国社会不仅始终是等级社会，也始终是少数统治。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前

者题中应有之义。官员阶层始终只占中国人口中一个极小的比例，一般仅一万多人，最多也不过数万，即便

加上“士人”阶层，甚至包括低级的士人──生员，连同所有这些人的家属，总数也不过百万，常常还不到

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明末清初顾炎武估计中国生员的总数是50万人；21 张仲礼估计到十九

世纪太平天国之前的生员总数约为74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0.18％；太平天国之后的生员总数约为91万，占



当时全国人口的0.24％，加上来自其他途径（主要是捐纳）的人员，整个中国绅士阶层的总人数在太平天国

前约为110万人，太平天国后约为140万，仍然不到当时中国人口的1％，即便加上他们的家属（以每户绅士家

庭5人计），太平天国后平均也还是不到总人口的3％。22 

  这一等级社会和少数统治的事实是相当清楚地为统治阶层所意识到，并予以支持和赞许的，即便在那些

相当开明、近人许为有“民主意识”的士人那里也是如此。23 传统社会的某种平衡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有赖于

一种上层对开放性的接受和下层对等级性的认可。上层的精英可从一种权力、财富、声望的等级结构中得到

满足，下层潜在的精英则因这种等级结构并不对他们封闭而抱有希望，至于下层的大多数民众则几可以说与

此无关，他们主要期望的是丰衣足食和安居乐业。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心愿或者才

能；也不是人才都集中到政治领域才能够国泰民安。24 在古人那里，社会之需有等级，统治层宜人少经常是

从功能主义立论，我们兹引一位并非“卫道者”形象的人物──袁枚的一段话为结，以示这种少数统治的思

想是近代以前知识阶层的共识∶ 

  士少则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农工商，后有士。农登谷，工制器，商通有无，此三民者养士者也。所

谓士者不能养三民，兼不能自养也。然则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缓，而其果志在仁义与否，又

不比谷也、器也、货之有无也，可考而知也，然则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

士莫为，惟其将为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则一人可以治千万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25 

  亦即“士”从社会功能上正不可少，而从人数上正不可多。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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